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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采用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

足迹分别作为衡量福利水平和自然消耗的指标， 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 ＬＭＤＩ） 将中国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的福利水平变

化分解为自然消耗因素、 生产效率因素和服务效率因素。 实证结果表明： （１）
自然消耗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福利水平提升的主导因素， 对福利水平的拉动

作用整体上在不断增强； （２） 服务效率因素是福利水平提升的抑制因素， 且抑

制作用在逐年加强； （３） 生产效率因素无论作为拉动因素还是抑制因素， 贡献作

用皆小于上述两个因素。 分阶段的因素分解结果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结论。 结合中国

生态环境现状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国际前沿理论， 作者认为中国福利水平提升需

要由 “自然消耗” 型向 “效率提升” 型转变， 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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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然资本是一个存量的概念， 在实证分析时难以量化， 而由自然资本产生的自然消耗是一个流量的概念， 在实

证分析时易于衡量， 因此下文的分析是基于自然消耗。 在下文自然消耗的指标选择部分， 将会详细解释两者的关系。

一、 引言

人类社会已经从人造资本相对稀缺的 “空的世界” 过渡到了自然资本绝对稀缺的

“满的世界”， 相应地制约人类福利水平提升的要素也从人造资本转变为自然资本 （Ｄａｌｙ，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Ｌａｗ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ｋｅ， ２０１０）。 在 “满的世界”， 将绝对稀缺的自然资本纳

入福利水平提升的分析过程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尝试

从自然资本的角度分析福利水平的提升过程， 将福利水平的提升归结为两个主要因素： 一

是自然消耗因素，①即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低熵物质和能源， 并向生态系统排放高熵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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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① 二是效率因素， 是指经济系统将自然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 效率因素可以

进一步分解为生产效率因素 （自然消耗转化为经济产出的效率） 和服务效率因素 （经济

产出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②）。 按照这样的逻辑， 福利水平的提升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如果自然消耗因素是福利水平提升的主导因素， 那么这样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为 “自然

消耗” 型； 如果效率因素是福利水平提升的主导因素， 那么这样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为

“效率提升” 型。 “自然消耗” 型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面临着可持续性问题， 即人类对于

自然消耗的需求未必可以继续得到满足， 因为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是有极限的， 且目前大

部分国家的自然消耗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ＷＷＦ， ２０１２）； “效率提升” 型的

福利水平提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理想类型， 可是又面临着路径选择问题， 即不同发

展阶段的国家在提升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的过程中应该选择不同路径， 而不应该采取

“一刀切” 式的标准， 否则对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不公平的。
目前有关中国福利水平的研究多和经济增长、 政府职能或者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

（刘长生等， ２００８； 方福前、 吕文慧， ２００９； 陈刚、 李树， ２０１２； 杨爱婷、 宋德勇，
２０１２）， 将自然消耗与福利水平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污染对于居民幸福感的

影响、 碳排放对于福利水平的影响等等 （Ｓｍｙ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潘家华，
２００２； 诸大建、 刘国平， ２０１１）。 其中将自然消耗与福利水平结合在一起的研究， 除了存

在自然消耗指标选取的片面性，③ 以及实证分析多采用截面或者节点数据等不足外， 最重

要的是没有将自然消耗和其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列为福利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 并以此

展开福利水平提升类型的研究。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尝试从自然消耗的角度， 采用

时间序列数据动态地分析中国福利水平的提升过程， 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回答

以下几个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的福利水平提升在自然消耗方面属于什么类型，
且这种类型是不是可持续？ 哪些因素是影响中国福利水平提升的主导因素， 且这种因素的

供给能够满足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的需求吗？ 对于福利水平提升的抑制因素， 中国改善的

空间又有多大以及在改善的过程中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步骤？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有助

于帮助中国明晰过去福利水平提升的类型以及进一步优化和转变福利水平的提升类型， 并

最终走向可持续的福利水平提升道路。
据此， 本文采用 ＬＭＤＩ 的加和形式， 对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中国的福利水平变化进行因

素分解， 定量分析了自然消耗因素、 生产效率因素和服务效率因素在福利水平提升过程中

的贡献和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国际前沿理论，
为中国进一步提升福利水平和实现福利水平提升的路径转换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 福利水平因素分解模型

（一） 福利水平的公式

Ｄａｌｙ （１９７４） 最早从自然消耗角度来分析福利水平的提升， 将福利水平与自然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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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自然消耗概念是指人类在 “源” 和 “汇” 两个维度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 下文在指标选择部分会详

细分析。 熵是热力学的概念， 指热能和温度的比值， 标志着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 或者简单来讲， 可以将熵理解为不

能被转化的能量， 是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也称熵增定律） 紧密联系的概念。
本文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概念的提出参照了 Ｄａｌｙ （１９７４） 提出的维持效率和服务效率， 下文将会详细解释。
关于这一点在下文自然消耗指标选取部分会详细分析。



关系表示为：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 Ｓｔｏｃ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ｏｃｋ （１）

其中， 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 是指经由经济系统的转换， 人类最终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用或

者福利； 吞吐量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低熵能源和物质以及最终向生

态系统排放的高熵废弃物的总和， 与上文自然消耗的概念相近。 Ｄａｌｙ （１９７４） 强调， 吞吐量一

定要控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 否则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服务是不可持续的； 存量

（Ｓｔｏｃｋ） 在此特指人造资本的存量， 是将吞吐量转化为福利水平的中间变量。 Ｄａｌｙ （１９７４） 将

Ｓｔｏｃｋ ／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称为福利水平的维持效率， 将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Ｓｔｏｃｋ 称为福利水平的服务效率。
鉴于找到恰当衡量人造资本存量指标的难度，① 本文试图用经济增长来代替人造资本

存量进行福利水平提升的分析， 这样可以较好地理解中国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 （经济增

长） 与自然消耗和福利水平的动态关系。 本文将式 （１） 变形为：

ＷＬ ＝ ＮＣ × ＥＧ
ＮＣ × ＷＬ

ＥＧ （２）

其中， ＷＬ 是福利水平， ＮＣ 是自然消耗， ＥＧ 是经济增长。 按照上文的定义， 本文将

ＥＧ ／ ＮＣ 称为福利水平的生产效率 （ＰＥ）， 是指单位自然消耗所带来的经济产出； 将 ＷＬ ／
ＥＧ 称为福利水平的服务效率 （ＳＥ）， 是指单位经济产出所带来的福利水平。 通过式 （２），
本文将福利水平的变化归结为三个因素， 即自然消耗因素、 生产效率因素和服务效率因

素， 后两者本文统称为效率因素。
（二） ＬＭＤＩ 因素分解

本文采用 ＬＭＤＩ 进行福利水平的因素分解。 Ａｎｇ （２００４） 曾从理论基础、 适应性、 使

用的简易以及结果的易于解读四个方面论证过 ＬＭＤＩ 因素分解相对于其他因素分解方法的

优越性， 例如 ＬＭＤＩ 因素分解可以对所有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 有效解决了 Ｌ 氏指数分解

法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ｔｈｏｄｓ） 分解后残差量过大的问题 （ Ａｎｇ， ２００５； 李力、 王凤，
２００８）。 也正是因为上述优点， ＬＭＤＩ 因素分解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徐国泉等，
２００６； 林伯强、 蒋竺均， ２００９； 王锋等， ２０１０； Ｂａｌｅžｅｎｔｉｓ， ２０１１）。

本文把从 ０ 年 （基期年） 到 ｔ 年福利水平的差值称为总效应△ＷＬ， 由三部分组成：
自然消耗变化所产生的自然消耗效应△ＮＣ， 生产效率变化所产生的生产效应△ＰＥ， 服务

效率变化所产生的服务效应△ＳＥ。 ＬＭＤＩ 加和形式的表达式如下：

ΔＷＬ ＝ ＷＬｔ － ＷＬ０ ＝ ΔＮＣ ＋ ΔＰＥ ＋ ΔＳＥ （３）

ΔＮＣ ＝
ＷＬｔ － ＷＬ０

ＬＮ（ＷＬｔ） － ＬＮ（ＷＬ０）
× ＬＮ ＮＣｔ

ＮＣ０
( ) （４）

ΔＰＥ ＝
ＷＬｔ － ＷＬ０

ＬＮ（ＷＬｔ） － ＬＮ（ＷＬ０）
× ＬＮ ＰＥｔ

ＰＥ０
( ) （５）

ΔＳＥ ＝
ＷＬｔ － ＷＬ０

ＬＮ（ＷＬｔ） － ＬＮ（ＷＬ０）
× ＬＮ ＳＥｔ

ＳＥ０
( ) （６）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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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世界银行、 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提供的数据都是衡量了人造资本的增量， 而非人造资本的存量。



式 （３） ～ （６） 中的△ＮＣ、 △ＰＥ 和△ＳＥ 分别表示自然消耗因素、 生产效率因素和

服务效率因素对福利水平变化值即△ＷＬ 的贡献值， 它们都是实值， 大于 ０ 表示对福利水

平的提升有拉动作用， 反之则有抑制作用。
对式 （３） 进行变形可得到自然消耗因素、 生产效率因素和服务效率因素对福利水平

变化的贡献率 ＤＮＣ、 ＤＰＥ和 ＤＳＥ， 具体表达式如下：

ＤＮＣ ＝ ΔＮＣ
ΔＷＬ， ＤＰＥ ＝ ΔＰＥ

ΔＷＬ， ＤＳＥ ＝ ΔＳＥ
ΔＷＬ （７）

三、 指标选择

（一） 福利水平的指标选择

目前衡量福利水平比较有影响力的指标主要有以下三种：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ＳＥＷ） 以及在此基础上

发展而成的真正进步指数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ＧＰＩ） 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学者常用

的衡量福利水平的指标 （Ｄａ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ｂｂ， １９８９； Ｌａｗｎ， ２０１３）。 ＩＳＥＷ ／ ＧＰＩ 基于 ＧＤＰ 作为

衡量人类福利水平指标的缺陷， 在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 加上了非市场活动但

增进福利的项目 （如自然美感、 家务劳动、 志愿服务等）， 剔除了收入差距扩大、 环境污

染、 交通拥挤等对福利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的环境和社会因素 （Ｌａｗｎ， ２０１３）。 ＩＳＥＷ ／ ＧＰＩ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应用广泛， “福利门槛” 假说就是根据 ＩＳＥＷ ／ ＧＰＩ 提出来的

（Ｍａｘ⁃Ｎｅｅｆ， １９９５； Ｋｕｂｉｓｚｅｗ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① 但同时对于 ＩＳＥＷ ／ ＧＰＩ 的批评也较多， 例

如在消费的基础上加入哪些增进福利的项目和剔除哪些减少福利的项目以及对有些非市场

活动的货币化赋值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ＩＳＥＷ ／ ＧＰＩ 统计中假设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可替

代， 这与强可持续的研究范式相冲突 （Ｂｒｅｎｎａｎ， ２００８；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２０１０）。②

基于 “自我报告式” 数据的主观福利指标也为一些学者所采用， 例如快乐指数、 生

活满意度、 居民主观幸福感。 快乐指数和生活满意度都根据诸如 “考虑所有情况， 你对

生活满意吗或者你快乐吗” 的问题产生， 最不快乐赋值 ０ 或者 １， 最快乐赋值 １０
（Ｃｏｍｍｏｎ， ２００７； 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ａ， ２０１１）； 居民主观幸福感赋值是 １ ～ ５ 的整数， 分别对

应着被访问者所选择的 “非常不幸福”、 “不幸福”、 “一般”、 “幸福” 和 “非常幸福” 等

回答 （陈刚、 李树， ２０１２）。 主观福利指标的优势在于其测量福利水平的直接性， 但局限

性也比较明显， 即人们通常会受 “社会比较” 和 “享乐适应” 的影响， 从而致使自我报

告的福利水平数据出现偏差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２００５； 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ａ， ２０１１）。
Ｓｅｎ （１９９３） 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水平取决于其 “做有价值的事情和达到自己理想生活

状态的能力”， 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福利水平要采用衡量其能力的方法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基于此理论而构建的人类发展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ＨＤＩ）， 由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推广而越来越为各国政府和学者所接受。 ＨＤＩ 包含了三个维度：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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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福利门槛是指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 人类的福利水平开始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增长而下降或者停滞。
强可持续与弱可持续相对应， 前者强调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不完全可替代， 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自然资本尤

其是关键自然资本不减少， 而后者强调人造资本可以完全替代自然资本， 因此可持续发展只是要求总资本的不减少。



和医疗水平 （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衡量）、 受教育水平 （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 以及过

上体面生活的能力 （以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 计算公式采用了三个分项指标几何平均数

的形式。 从 ＨＤＩ 的构成可以看出， 其关注的对象是人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提升， 衡

量的是人类生活的丰富程度， 经济上的进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也正符合了人类发展的

目标， 那就是让人类都能过上长寿、 健康和有创造力的生活。 也有学者选取 ＨＤＩ 的组成

要素， 即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或者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与主观福利指标的乘积作为衡量人类福

利水平的指标 （Ｃｏｍｍｏｎ， ２００７； Ｄｉｅｔ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臧漫丹等， ２０１３）。
本文选择 ＨＤＩ 作为衡量福利水平的指标，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主观福利指标和 ＩＳＥＷ ／

ＧＰＩ 的固有缺陷外， 另外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 ＨＤＩ 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从权威数据获

得， 而上述两个指标则由少数学者计算或者调查所得， 权威性较弱。 例如国外学者曾计算

过 １９７１ 年 ～２００５ 年中国的 ＧＰＩ 数据， 结果发现中国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福利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而

下降 （Ｌａｗ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ｋｅ， ２０１０），① 这与中国大部分民众的直接感受不相一致 （刘军强等，
２０１３）； 而主观福利数据则多为某一年的截面数据 （Ｃｏｍｍｏｎ， ２００７；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ａ， ２０１１； 陈刚、 李树， ２０１２）， 并不符合本文时间序列分析的数据要求。

（二） 自然消耗的指标选择

本文选取生态足迹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Ｆ） 作为衡量自然消耗的指标。 生态足迹

的概念自 １９９２ 年被提出以来， 逐渐被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学者认可为衡量人类自然消耗或

者生态环境影响的最全面指标 （Ｒｅｅｓ， １９９２； Ｗｉｅｄ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ｅｓ， ２０１３）。 生态足迹指， 为维持人类一定的效用水平， 为人类发展提供资源 （粮食、
能源等） 和吸收污染物 （二氧化碳、 生活垃圾等） 所需的地球土地面积或者海洋面积，
由农地足迹、 牧地足迹、 林地足迹、 渔场足迹、 碳足迹以及建设用地足迹汇总而成， 其值

越大， 表明人类的自然消耗越大 （Ｗｉｅｄ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生态足迹是在 “源” 和

“汇” 两个维度上衡量人类自然消耗： “源” 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提供的低熵物质，
比如能源； “汇” 是指自然界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高熵废弃物， 比如说二氧化碳和生活垃

圾。 最重要的是， 生态足迹是从 “消费端” 而不是 “生产端” 来衡量人类的自然消耗，
因此消除了国际贸易为计算各国真实自然消耗带来的不便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ｅｓ， ２０１３；
Ｗｉｅｄ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与生态足迹相似的概念是物质足迹， 但物质足迹只衡量了 “消费

端” 的资源消耗， 也就是 “源” 这个维度， 而没有考虑 “汇” 这个重要维度 （Ｗｉｅｄ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与生态足迹相对应的概念叫作生态承载力 （Ｂｉｏ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ＩＯ）， 表示地球凭借其资源

再生能力和环境吸附转化能力所能承载的人类最大自然消耗 （Ｎｉｃｃｏｌｕｃｃｉ， ２００７）。 如果ＥＦ ＜
ＢＩＯ， 则称之为生态盈余， 表明人类的自然消耗尚在一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以内； 相反， 如

果 ＥＦ ＞ ＢＩＯ， 则称之为生态赤字， 表明人类的自然消耗已经超过了一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
是不可持续的， 也就是越过了 “生态门槛” （Ｎｉｃｃｏｌｕｃｃｉ， ２００７； 诸大建， ２０１１）。② 生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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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中国的福利门槛在 ２００２ 年就出现了， 其对应的人均 ＧＤＰ 是 ４９２６􀆰 ５ 国际元。
这里的生态承载力是指全球平均水平的生态承载力或者说是一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 各个国家由于生态环境

的不同其自身的生态承载力与地球的生态承载力不一定相同， 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生态承载力要远大于全球平均

水平， 而日本和菲律宾的生态承载力要远小于全球平均水平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ＧＦＮ ／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单位都是全球公顷 ／人。 １ 全球公顷表示在 “源” 和 “汇” 两个维度上

全球生态系统平均能力水平下 １ 公顷的土地或者海域面积。 生态承载力是生态供给， 受到

自然容量的限制， 即使通过投资和技术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进， 自然容量本身也

不会有根本性改变；① 但生态足迹则不然， 它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系统的需求， 可以改变的

空间较大， 例如选择公共交通还是小汽车的生态足迹相差十数倍 （潘家华， ２０１３）。
进一步分析， 可以将自然资本看作是存入银行的 “本金”， 那么生态承载力是人类可

以利用的 “利息”， 生态足迹是人类从银行中提取的 “现金”。 如果提取的 “现金” 大于

“本金” 产生的 “利息”， 长此以往， 本金最终会被全部提取； 同理， 如果人类长期处于

生态赤字的状态 （ＥＦ ＞ ＢＩＯ）， 自然资本最终也会损耗殆尽， 这也就是为什么可持续发展

强调 “人类的自然消耗不能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Ｄａｌｙ， １９７４； Ｎｉｃｃｏｌｕｃｃ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李琳、 陈波平， ２０１２）。

在实证分析中大量采用的能源消耗、 碳排放、 国内物质消耗等指标不但只是考虑到

“源” 或 “汇” 其中一个维度， 而且都衡量了 “生产端” 的物质消耗或者废物排放。 采

用衡量 “生产端” 的物质消耗或者废物排放的指标来分析各国的自然消耗和经济增长的

脱钩情况， 极易产生 “错觉”。 例如， 如果采用国内物质消耗作为各国自然消耗的衡量指

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国家和八国集团国家在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间都实现了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的相对脱钩， 加

拿大、 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甚至都实现了绝对脱钩， 但是如果采用生态足迹或者物质足迹

来衡量各国自然消耗和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 就可以发现上述国家连相对脱钩都没有实现

（Ｗｉｅｄ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说明这些发达国家目前并未采用 Ｂ 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
即在自然消耗不增加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或者稳态 （布朗， ２００９）， 还需要为全球实现

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大减少自然消耗的责任。 国内学者也曾以碳排放为例， 说明从 “消费

端” 衡量各国自然消耗以及据此分摊全球减排责任的合理性 （樊纲等， ２０１０）。
（三） 经济增长的指标选择

按照通行做法， 本文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用 ＧＤＰＰＣ 表示。

四、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是中国在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间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 其中：
（１） 生态足迹的数据来源于全球生态足迹网络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② 全球生

态足迹网络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是一个旨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 其提供的生

态足迹数据是目前可以获取的较为科学和全面的数据。 全球生态足迹网络提供的各国生态

足迹的数据更新到 ２００８ 年， 中国也不例外。 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 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生态足迹报告》 中所使用的生态足迹数据也只到 ２００８ 年。 也正是因为生态足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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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由于人类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缺少对自然资本的投资和维护， 全球的生态承载力还在不断下降， 例

如 １９９０ 年全球的生态承载力是人均 １􀆰 ９０ 全球公顷， 而 ２００８ 年全球的生态承载力已经下降到人均 １􀆰 ７８ 全球公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ＧＦＮ ／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全球生态足迹网， ｈｔｔｐ： ／ ／ ｓｔｏｒｙｍａｐｓ􀆰 ｅｓｒｉ􀆰 ｃｏｍ ／ ／ 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获取的难度， 本文只能将实证分析的时间跨度定为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
（２） 人类发展指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人类发展报告》，

该报告提供了中国在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间的人类发展指数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 随着统计

方法的不断完善和一些数据从不可获取变为可获取， 不同年份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人类发

展指数数据并不具有可比性， 只有同一年份的报告中提供的时间序列数据才具有可比性。
本文并没有采用 《２０１３ 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提供的最新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数据， 是因

为该报告中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不连续， 只有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以及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
（３）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采用购买力平价下 ２００５ 年国

际元不变价。① 国际元是指按照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 由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成一种国际

统一货币的计量单位。 本文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消除了汇率因素和物价因素对中国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统计造成的影响。② 表 １ 为三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 １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际元） 人类发展指数 生态足迹（全球公顷 ／ 人）

平均数 ２０９９􀆰 ６１１５ ０􀆰 ５６７３ １􀆰 ６４３８

中位数 １６８５􀆰 ６２０７ ０􀆰 ５６５５ １􀆰 ６５００

最大值 ５７１２􀆰 ２４５６ ０􀆰 ７０３２ ２􀆰 ２１４０

最小值 ５２３􀆰 ９５０３ ０􀆰 ４３３４ １􀆰 ３０７０

标准差 １４７０􀆰 ４２５９ ０􀆰 ０８７０ ０􀆰 ２６７１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计算得到。

五、 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标准化处理

根据上文的因素分解模型和指标选择， 可以将式 （２） 表示为：

ＨＤＩ ＝ ＥＦ × ＧＤＰＰＣ
ＥＦ × ＨＤＩ

ＧＤＰＰＣ （８）

由于人类发展指数是介于 ０ 和 １ 的无量纲值， 因此在计算福利水平的服务效率时， 应

该对人均 ＧＤＰ 进行标准化处理， 使之也成为介于 ０ 和 １ 的无量纲值， 转化公式为：

ＧＤＰＰＣ∗ ＝
ＬＮ（ＧＤＰＰＣ） － ＬＮ（ＧＤＰＰＣＭｉｎ）

ＬＮ（ＧＤＰＰＣＭａｘ） － ＬＮ（ＧＤＰＰＣＭｉｎ）
（９）

另外， 虽然生态足迹并不是无量纲值， 但相对于人均 ＧＤＰ， 其值变化幅度较小，③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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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本文并未选择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 是因为难以找到消除汇率因素对经济产出统

计造成影响的有效办法。
这里的变化幅度是指变化的绝对值， 而不是指变化的比例。



此为防止生产效率的变化被人均 ＧＤＰ 的变化所主导， 本文在计算生产效率时采用了两者

的标准化形式， 转化公式与式 （９） 相同。 为避免标准化后的值为 ０， 本文在标准化时将

人均 ＧＤＰ 的最小值设为 １００， 将生态足迹的最小值设为 １。 式 （８） 变形为 （∗表示标准

化后的指标）：

ＨＤＩ ＝ ＥＦ∗ × ＧＤＰＰＣ∗

ＥＦ∗ × ＨＤＩ
ＧＤＰＰＣ∗ ＝ ＥＦ∗ × ＰＥ × ＳＥ （１０）

（二） 三因素贡献值分析

按照上文 ＬＭＤＩ 加和形式的公式， 本文计算得到三因素对中国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福利

水平变化的贡献值 （以 １９８０ 年为基期）， 见图 １。

图 １　 １９８１ 年 ～ ２００８ 年三因素对中国福利水平变化贡献值趋势图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绘制而成。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在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期间， 中国的福利水平在不断提升， 年均增长

率为 １􀆰 ７５％ （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自然消耗因素的贡献值都大于 ０ （１９８１ 年除外），
表明自然消耗因素是福利水平提升的 “拉动因素”， 且对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值整体上不

断增加； 服务效率因素的贡献值都小于 ０， 表明服务效率因素是福利水平提升的 “抑制因

素”， 且抑制福利水平提升 （降低福利水平） 的贡献值也在不断增加； 而生产效率因素在

大部分年份都是 “拉动因素”， 只有 １９９３ 年 ～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０８ 年两个时间段是

“抑制因素”， 并且拉动或者抑制的强度都弱于前两者。 进一步计算可得出， 在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期间 （除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５ 年）， 自然消耗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值要

大于服务效率因素和生产效率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值之和 （如果贡献值之和为负

值， 则与其绝对值进行比较）， 可以说自然消耗因素主导了中国福利水平的变化， 由此可

以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福利水平提升是 “自然消耗” 型， 而不是 “效率提升” 型。
服务效率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值为负且绝对值不断增加， 进一步印证了中国

“高经济增长， 低福利增长” 的现状 （杨爱婷、 宋德勇， ２０１２）， 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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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出转化为民众福利水平的效率较低， 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伴随大量降低民众福利水

平的问题出现， 如收入差距扩大、 社会保障不足、 环境污染严重等， 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外

学者认为中国在 ２００２ 年就进入了 “非经济增长” 阶段， 即福利水平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

长而降低或者停滞 （Ｌａｗ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ｋｅ， ２０１０）。
生产效率因素在 １９９３ 年 ～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０８ 年两个时间段是福利水平提升的

“抑制因素”， 表明生产效率在这两个时间段低于基期 （１９８０ 年） 的生产效率， 经济生产

更加粗放， 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经济产出更少。 １９９３ 年刚好是邓小平 “南方谈话” 后第

一年， 全国各地开始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猛增， 虽然后来中央政府采取

了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遏制， 但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这样的经济生产仍是以较高

的自然消耗为代价。 粗放式的经济生产一直持续到 １９９７ 年， 即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

的前一年。 而 ２００４ 年则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 （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ＳＡＲＳ） 结束后的第一年， 又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阶段， 经济生产又重新回归到了粗放经

营阶段。 为应对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中央政府出台了 “４ 万亿” 的经济刺激计划， 政府强

势推动的经济生产是不是以较高的自然消耗为代价， 可在生态足迹数据获取后做进一步的

研究。
（三） 三因素贡献率分析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自然消耗因素对中国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都为正 （１９８１ 年除

外）， 且大部分年份的贡献率在 ２００％左右波动， 表明自然消耗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拉

动作用远超过效率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 进一步印证了上文的论点， 即自然消

耗因素主导了中国福利水平的变化， 中国的福利水平提升是典型的 “自然消耗” 型； 生

产效率因素的贡献率无论为正还是为负， 其贡献率都较小 （个别年份除外）； 服务效率因

素对中国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都为负， 表明其对福利水平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 对比图

１ 和图 ２ 可以发现， 服务效率因素抑制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值在逐年递增， 但其抑制福利

图 ２　 １９８１ 年 ～ ２００８ 年三因素对中国福利水平变化贡献率趋势图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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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升的贡献率却呈现先递减后稳定的趋势， 这充分说明自然消耗因素对于福利水平提

升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强于服务效率因素对于福利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 正是因为自然消耗

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强烈的拉动作用， 才使得福利水平提升的速度快于服务效率因素贡献

值 （绝对值） 递增的速度。
从图 ２ 还可以看出， 自 １９８７ 年之后， 三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已经趋于稳定，

三条贡献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几近平行， 各自在一定范围内小幅度波动， 这也说明中国

“自然消耗” 型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已经形成了自身的 “惯性”。
（四） 分阶段因素分解

为了进一步分析三因素在不同时间段对中国福利水平变化的贡献作用， 本文接下来进

行分阶段的因素分解， 将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分为 １９８０ 年 ～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０ 年 ～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三个时间段， 三个时间段因素分解的基期分别为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０ 年。 以三因素对中国福利水平变化的贡献值为例， 如图 ３ 所示， １９８０ 年 ～ １９８９ 年，
自然消耗因素和生产效率因素的贡献值为正， 服务效率因素的贡献值为负， 总效应是福利

水平有所提升； １９９０ 年 ～ １９９９ 年， 虽然自然消耗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拉动作用有所减

弱， 但因为生产效率因素的拉动作用增强， 且服务效率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减

弱， 福利水平提升幅度较上一阶段有所增大；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 自然消耗因素对福利水

平提升的拉动作用最强， 但因为服务效率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强度有所反弹，
且生产效率因素由前两阶段福利水平提升的拉动因素转为现在的抑制因素， 福利水平提升

的幅度在三个阶段中最小。 在三个阶段中， 自然消耗因素对福利水平变化的贡献值最大，
生产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 （无论是拉动作用还是抑制作用） 要弱于自然消耗因素和服务

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

图 ３　 中国福利水平变化分阶段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绘制而成。

从分阶段的因素分解中， 可以进一步确认， 自然消耗因素对福利水平变化的贡献作用

最强， 也正是因为其拉动作用强于服务效率因素的抑制作用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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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因素与生产效率因素对福利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之和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 中国的

福利水平才能够不断提升。 现在的问题或者挑战是， 中国目前 “自然消耗” 型的福利水

平提升类型还可以延续下去吗？

六、 政策建议

从上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自然消耗因素、 生产效率因素和服务效率因素对中国

福利水平提升的不同作用和贡献， 由此得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一， 自然消耗因素是中国福利水平提升的主导因素， 那么为了进一步提升福利水

平， 中国是不是可以继续大幅度增加自然消耗呢？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

始， 中国的生态足迹就一直在不断增加， １９７３ 年左右就已经超过了自身的生态承载力。
ＷＷＦ 所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中国生态足迹报告》 显示， ２００８ 年中国的生态足迹是人均 ２􀆰 １３
全球公顷， 超过了其自身生态承载力的两倍 （由于中国生态系统相对脆弱， 自身的生态

承载力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为人均 ０􀆰 ８７ 全球公顷）， 也超过了地球的生态承载力 （人均

１􀆰 ７８ 全球公顷）， 是全球平均自然消耗水平的 ８０％左右 （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是人均 ２􀆰 ７０
全球公顷）， 也就是说， 无论是以中国自身的生态承载力为标准， 还是以地球的生态承载

力为标准， 中国都已经处于 “生态赤字” 状态。 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

程中不注重对自然资本的保护和投资， 中国自身的生态承载力一直在不断下降 （如图 ４
所示）。 因此， 中国目前 “自然消耗” 型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难以为继， 必须将重点转移

到提升福利水平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 即提升生产效率因素和服务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
尤其是要提升服务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 为了实现福利水平提升的路径转换， 中国必须考

虑自然消耗的总量控制政策， 基本要求是， 生态足迹不能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诸大建，
２０１１）， 这样看来， 留给中国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的 “生态空间” 十分有限。① 同时， 中

国在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对自然资本的保护和投资， 避免自身生态承载力进一步下降。
第二， 提升生产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 要求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脱钩， 即实现经

济增长较少依赖或者不再依赖自然消耗。 发达国家要尽快实现绝对脱钩， 在自然消耗不增

加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或者稳态， 即采用 Ｂ 模式 （布朗， ２００９）， 为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预留出一定的 “生态空间”； 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先实现相对脱钩， 就是使

经济产出增加的速度大于自然消耗增加的速度， 等中国的生态足迹达到全球平均规模，
再逐步实现绝对脱钩， 即先采用 Ｃ 模式 （诸大建，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再逐渐过渡到

Ｂ 模式，② 但绝对不能沿袭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的 Ａ 模式。 罗马俱乐部倡导的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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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８ 年， 全球的自然消耗已经相当于１􀆰 ５０ 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 （ＷＷＦ， ２０１２）。 因此， 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 发达国家必须减少生态足迹， 使其恢复到一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以内； 而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可以维持目前的自然

消耗或适当增加， 但不能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生态足迹不能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的原因 （详见本

文有关相对脱钩的注释）， 否则全球无法实现生态承载力以内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 从中国自身来分析， 在严重 “生
态赤字” 情况下， 增加生态足迹只能通过国际贸易 （贸易逆差）， 然而这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 （贸易顺差） 来讲

很难实现。 因此， 无论从国际社会的压力还是从中国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的现状来分析， 通过增加生态足迹来提升福

利水平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发展中国家暂时实现相对脱钩而不是绝对脱钩， 是因为一定幅度的自然消耗的增加仍然是他们满足基本物质

需求和提升福利水平的必要条件， 具体可参见 Ｒｉｃｅ （２００８） 和 Ｅｎｇｅｌｂｒｅｃｈｔ （２００９）。



图 ４　 中国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趋势图

资料来源： 全球生态足迹网， ｈｔｔｐ： ／ ／ ｓｔｏｒｙｍａｐｓ􀆰 ｅｓｒｉ􀆰 ｃｏｍ ／ ／ 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

数增长理论为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脱钩所提出的理论框架、 案例分析以及政策建议等

都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魏伯乐， ２０１０）。
第三， 提升服务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 要求实现福利水平提升与经济增长脱钩， 即在

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 这样的要

求在如今的 “满的世界” 显得更为迫切 （Ｄａｌｙ，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① 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 仍然可以允许减速的经济增长 （Ｋｅｒｓｃｈｎｅｒ， ２０１０）， 但要保证福利水平增长的速

度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扭转目前 “低福利增长” 的发展趋势 （杨爱婷、 宋德勇，
２０１２）。 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前提下继续提高福利水平， 中国要将重点转向提升非经济福

利， 例如投资自然资本， 恢复因经济增长而失去的自然面貌， 增加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的直

接幸福感和生态服务 （Ｂａｌｍ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Ｓｍｙ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实现物质主义消费模

式向功能主义消费模式转变， 也就是说 “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从而在经济产出不增加

的基础上， 实现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 加强社会建设， 增进社区融合， 培育社会资本， 让

人类从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取更多的幸福感 （Ｖｅｍｕｒｉ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２００６）。
提升服务效率因素贡献作用的另一重要途径， 就是实现收入的更加公平合理分配。 在

一定的经济规模下， 经济产出的边际收益对于收入较低的人群要大于收入较高的人群， 因

此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实现在经济规模不扩张的情况下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对

于低收入人群， 绝对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适当增加收入可以大幅度提升福利水平； 而对于

高收入人群， 绝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 较高的收入都是用来满足相对需求， 而相对需求的

满足未必能带来福利水平相应的提高 （Ｄａｌｙ， １９８７；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２００５； 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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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如今 “满的世界”， 经济系统相对于其母系统即生态系统已经过大， 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规模不扩

张的条件下实现人类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 要变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 （Ｄａｌｙ， ２０１３）。



Ｒｏｓａ， ２０１１）。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３ 年间的基尼系数在 ０􀆰 ４７
和 ０􀆰 ４９ 之间波动，② 远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０􀆰 ４０， 这也表明中国通过合理

调整收入差距的途径提升服务效率， 进而提升福利水平的空间很大。 另外， 实现财富和收

入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对于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总效率的作用也被实证研究所证实 （Ｔｏｒｒａｓ
ａｎｄ Ｂｏｙｃｅ， １９９８； 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ａ， ２０１１）。

第四，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 增加自然消耗的空间

已经十分有限， “自然消耗” 型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必须转向 “效率提升” 型。 而中国在

过去 ３０ 多年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 如收入差距扩大 （尤其是城乡收入差

距）， 环境污染严重， 民生领域欠账较多等， 表明中国在提升服务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方

面还可以大有作为， 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国内的资源短缺以及国际上的减

排承诺等问题也在倒逼中国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 因此， 既不能做盲目的乐观主义者， 认

为 “地大物博”， 自然消耗还可以大幅度增加， 也不能做感性的悲观主义者， 只认识到生

态环境对福利水平提升的强约束， 而没有意识到提升福利水平效率因素的贡献作用， 尤其

是服务效率因素仍然在为进一步提升福利水平提供着现实可能性。

七、 结论

本文的福利水平因素分解模型和实证分析为理解中国福利水平变化提供了一个新视

角。 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或者传统经济学， 本文将自然消耗和自然消耗通过经济系统转化

为福利水平的效率列为福利水平变化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并运用 ＬＭＤＩ 因素分解模型实证

分析了两者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福利水平变化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沿用的是 “自然消耗” 型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 而不是 “效率提升” 型。 在中国的

自然消耗已经超过自身的生态承载力和一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 且在自身生态承载力不断

下降的情况下， “自然消耗” 型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必须通过自然消

耗总量控制、 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脱钩以及福利水平提升与经济增长脱钩等发展思路进行

福利水平提升的路径转换， 最终过渡到 “效率提升” 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
由于生态足迹数据获取的难度， 本文并没有将实证分析的时间段延展到 ２０１３ 年， 但

相信这样的一个缺陷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另外， 本文只是进行了纵向的时间序列分

析， 并没有将中国的福利水平提升类型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或者找出 “效率提升” 型福

利水平提升的具体案例， 从而为中国福利水平提升的路径转换找出具体的 “榜样”。 限于

篇幅， 对于影响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提升的具体因素 （如能源结构、 消费模式等） 本文

也未详细分析， 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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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９（１１）．
Ｌｉ， Ｚ􀆰 ， Ｈ􀆰 Ｆｏｌｍｅｒ， ａｎｄ Ｊ􀆰 Ｘｕｅ （２０１４）􀆰 Ｔｏ Ｗ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Ｄｏｅｓ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ｃｈｕａ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９．
Ｍａｘ⁃Ｎｅｅｆ， Ｍ􀆰 （１９９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５（２）．
Ｍｏｒａｎ， Ｄ􀆰 Ｄ􀆰 ， Ｍ􀆰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ａｎｄ Ｊ􀆰 Ａ􀆰 Ｋｉｔｚ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４（３）．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Ｅ􀆰 （２０１０）􀆰 Ｗｅａｋ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Ｎｉｃｃｏｌｕｃｃｉ， Ｖ􀆰 ， Ｆ􀆰 Ｍ􀆰 Ｐｕｌｓ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Ｅ􀆰 Ｔｉｅｚｚｉ （２００７）􀆰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０（４）．
Ｒｅｅｓ， Ｗ􀆰 Ｅ􀆰 （１９９２）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ｈａｔ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ｕ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２）．
Ｒｉｃｅ， Ｊ􀆰 （２００８）􀆰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７（４）．
Ｓｅｎ， Ａ􀆰 （１９９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１（９）．
Ｓｍｙｔｈ， Ｒ􀆰 ， Ｖ􀆰 Ｍｉｓｈｒａ， ａｎｄ Ｘ􀆰 Ｑｉａｎ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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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８（１）．
Ｔｏｒｒａｓ， Ｍ􀆰 ａｎｄ Ｊ􀆰 Ｋ􀆰 Ｂｏｙｃｅ （ １９９８ ） 􀆰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５（２）．
ＵＮＤＰ （２０１１）􀆰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１：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ｈｔｔｐ：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ａｔａ．
Ｖｅｍｕｒｉ， Ａ􀆰 Ｗ􀆰 ａｎｄ Ｒ􀆰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２００６）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ｕｉｌ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 ＮＷＩ）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８（１）．

Ｖｉｃｔｏｒ， Ｐ􀆰 （２０１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 ４６８（７３２２）．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Ｍ􀆰 ａｎｄ Ｗ􀆰 Ｅ􀆰 Ｒｅｅｓ （２０１３） 􀆰 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Ｎｏ􀆰 ９􀆰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Ｗｉｅｄｍａｎｎ， Ｔ􀆰 ， Ｊ􀆰 Ｍｉｎｘｂ， ａｎｄ Ｊ􀆰 Ｂａｒｒｅｔ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 􀆰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６ （１）．
Ｗｉｅｄｍａｎｎ， Ｔ􀆰 Ｏ􀆰 ，Ｈ􀆰 Ｓｃｈａｎｄｌ， ａｎｄ Ｍ􀆰 Ｌｅｎｚ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２０３６２．
ＷＷＦ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ＺＨＵ Ｄａ⁃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９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０８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２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ｅｒ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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